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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81年调查发现牛河梁遗址以来，辽宁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牛河梁及其周围地区多处地

点进行了野外考古发掘，其中以喀左东山嘴祭祀

遗存、牛河梁第一地点的女神庙和其他多处地点

的积石冢最为引人注目，被简称为红山文化的

“坛、庙、冢”。这批珍贵资料对于引导人们深入

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等重大课题，起到了重要的促

进作用。

近来，随着牛河梁地区 1983年－2003年的

考古发掘资料全面公布［1］，从而为学术界深入探

讨红山文化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提供了一批完

整资料。而作为研究红山文化社会和所有其他问

题的基础，是对这批材料的准确年代关系有一个

基本的认识。以下将在报告提供的层位关系和分

期基础上，探讨牛河梁地区各积石冢的分期和年

代。

一、牛河梁地区各积石冢的概况

截止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结束，在大凌

河上游的辽宁省建平县和凌源市交界处的牛河梁

一带，共发现了 43处红山文化遗址，其中积石

冢为 27处，每处为一个地点。这样，牛河梁地

区积石冢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此前发现的 16处。

27处积石冢呈东北－西南方向分布于大凌河西

支河谷的两侧，总长度超过 15公里，分布区的

面积约100多平方公里。

1979年以来，牛河梁遗址的发掘工作持续

进行了 20余年，除了第一地点的“女神庙”及

其他建筑之外，重点发掘了第二、三、五、十六

等4处积石冢。

第二地点。位于牛河梁南段的鞍脊部，北距

“女神庙”约1公里。积石冢东西长130.5米，南

北宽45米，面积约5850平方米，是全部27处积

石冢中面积最大的一处。发掘工作从 1983年持

续到 1998年，揭露面积超过 5000平方米。发现

6座积石冢，合计发掘红山文化墓葬46座，牛河

梁地区的绝大多数玉器和陶器出自该地点。其中

一号冢和四号冢的墓葬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叠压和

打破关系。发掘报告将第二地点划分为下层积石

冢和上层积石冢两个时期。

第三地点。位于牛河梁南侧一东西走向的山

梁上，隔沟与第二地点相望，两者相距仅200米
左右。该地点面积不大，南北长约 29米，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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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约 26米，占地面积约为 750平方米。1986年

和1995年先后进行过两次发掘，揭露面积868平
方米。积石冢内不分层，共发现 10座红山文化

墓葬。

第五地点。位于第二地点西南，与第三地点

在同一条山梁上，地势略低。1986 年－1999
年，先后四次发掘第五地点，揭露面积 2000多

平方米。这里的堆积分为下、中、上三大层。下

层以灰坑为主，出土了大量石器等遗物；中层为

下层积石冢阶段，主要发现了一号和二号2座积

石冢，分别位于遗址的东北和西南两端，两者相

距30余米。此外，在2座积石冢的南侧还有一些

祭祀坑等。上层积石冢为最晚时期，叠压在下层

2座积石冢之上的 2座积石冢和位于中间部位的

长方形积石冢，分别编为一号、二号、三号积石

冢。据以上层位关系，发掘报告将第五地点划分

为早晚两期，早期为下层积石冢，晚期为上层积

石冢。

第十六地点。位于牛河梁地区的西部，坐落

在城子山的山梁之上。该地点是牛河梁地区最早

发现的一处积石冢，1979年发掘的3座墓葬，是

较早发现的出土红山文化玉器的单位。后来把牛

河梁地区发现的积石冢统一编号，称为第十六地

点。2002年、2003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两次发掘该地点，发掘面积 1700多平方米。遗

址的堆积分为四个时期。最下层为居住遗存，发

现灰坑和土坑墓等；第二时期为下层积石冢；第

三时期为上层积石冢；第四时期为夏家店下层文

化遗存。

综合以上各地点的层位关系，发掘报告将牛

河梁地区的积石冢统一划分为下层和上层两个时

期，即牛河梁地区红山文化总排的第二期和第三

期。

二、陶筒形器的分类和演变

牛河梁地区积石冢内墓葬出土的随葬品数量

不多，并且以玉器为主，可以用作分期研究的陶

器数量极少。但在各个冢群内都发现了一定数量

完整或残破的陶筒形器，许多在外表还画有各种

彩纹。分析这些陶筒形器的形态及彩陶纹样的变

化及其与各积石冢群墓葬的关系，可知其具有比

较明确的分期意义。所以，在各积石冢发掘所提

供的层位关系基础上，分析这批陶筒形器的形态

变化，有助于建立牛河梁地区积石冢的整体分

期，结合碳十四测年以及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比

较，可以进一步推定积石冢所处时期的绝对年

代。

比较牛河梁积石冢出土的陶筒形器，可以区

分为五种基本形态，分为五型。

A型，高筒型。口径小于底径。平沿或微斜

折沿，腹部微外隆，底部外伸呈折沿状。多为素

面，少数有彩。此型多数较高，也有少数个体较

矮。主要出土于第二地点四号冢下层的圆形积石

冢。（图一：1，2）
B型，矮筒形。口径和底径约略相等。窄

沿，近直腹，或略微外鼓，底部向内侧转折处切

直。沿下饰彩带，具体做法是：绘三周带状黑

彩，彩带之间画相同方向的粗体斜线（形状近似

菱形），两者结合构成完整的彩带。此型多数相

对较高，也有少量较矮近似扁体者。主要出自第

二地点四号冢上层的下部积石冢。（图一：3，4）
C型，粗高筒形。口径略小于底径。圆方

唇，卷沿，近直腹，或略微外鼓，底部内侧切

直。口沿下外表有宽凹弦纹带，带宽约占整体的

五分之一。腹部画各种黑色彩纹，纹样有重叠垂

弧纹（垂鳞纹）、直角三角形纹带、弧边三角勾

连纹等。凹弦纹带与彩纹之间有一周粗凸棱相界

隔。主要见于第二地点四号冢上层上部积石冢和

其他各地点的上层积石冢。（图一：5）

图一 牛河梁地区积石冢出土的陶筒形器

1、2. A型 （N2Z4M4 ∶ W2、W5） 3、4. B型 （N2Z4B
∶ 4、L1） 5.C型（N2Z4A ∶ 20） 6、7. D型（N1J3 ∶

20、16） 8、9. E型 1、2式 （N2Z4B ∶ L4、N16M10②
∶ 6）

28



牛河梁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分期和年代

D型，瘦筒形。口径略大于底径或相等。圆

唇侈口，大斜领，领外表为疏密不一的凹弦纹

带，折颈处有一周粗凸棱。腹部近直或微外隆，

底部内侧切直。多无彩。这一类筒形器的基本形

制一致，多数较瘦较高，也有一些较矮者，并且

两者的高矮差别甚大，有的差别超过一倍。目前

仅见于牛河梁第1地点 J3号建筑遗迹内，J4房内

堆积中发现有残片，其他地点未发现。（图一：

6，7）
E型，敛口钵形，扁体。可分为2式。

Ⅰ式，敛口较甚，大约占口部一半，器体矮

而略外鼓，底部内侧切直。素面或绘呈带状分布

的近菱形黑彩。（图一：8）
Ⅱ式，敛口略短，约占口部的三分之一，矮

壁中部内折，底部内伸明显。素面或绘近菱形黑

彩。（图一：9）
B型陶筒形器的口沿接近于A型，底部的变

化比较明显，应该是由A型陶筒形器发展而来。

D型陶筒形器从整体形制上更接近C型，例

如：器体均较高，整体分为上下两部分，中间以

一周粗凸棱为界；沿下外表有较宽的凹弦纹带；

底部内侧切直等。与C型相比，D型的变化主要

表现在：唇部变窄；凸棱以上部分明显外侈，形

成大斜沿或斜领；凹弦纹带变窄，凹弦纹排列的

多较为疏朗；整体看器体更加瘦长；彩纹基本消

失，发现的一例为黑彩，在竖线宽带内绘直角三

角纹，构图和技法与C型陶筒形器的同类纹样相

同。从这两类陶筒形器的形态特征分析，我们认

为D型应该是C型的发展形态，而不太可能像发

掘报告所认为的那样——D型早于C型［2］。从已

经发掘过的4处积石冢中，均发现有C型陶筒形

器，并且都属于晚期，其之前则依次是B型和A
型陶筒形器。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D型陶筒形

器。由此看来，C、D两型陶筒形器同时并存的

可能性不大。对此，或可用积石冢建造和使用时

期，D型陶筒形器尚未产生来解释这种现象。

E型陶筒形器数量不多，E型Ⅰ式与B型共

存，两者的彩纹也完全相同，故其时代应该相

当。E型Ⅱ式与C型共出，其形制较之B型Ⅰ式

有明显变化，所以Ⅰ式和Ⅱ式当有一定的时间

差。至于第十六地点上层积石冢和其他个别积石

冢内，既有较多的Ⅱ式陶筒形器，也有一些Ⅰ式

陶筒形器。这种现象的产生，或者是Ⅰ式沿用的

时间较长，或者是由下层扰乱上来所致（均发现

于墓葬填土或其他堆积之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陶筒形器的时代特征十

分明显。A型最早，B型次之，C型较晚，D型

的时代应该最晚，目前尚未发现其使用于积石冢

之内。E型Ⅰ式和Ⅱ式则分别与B型、C型时代

相当。

三、牛河梁地区各积石冢的分期

（一）第二地点

第二地点共有6座积石冢群。工作开展得比

较多、层位关系比较明确的是四号和一号积石

冢。

四号积石冢。就单个积石冢而言，第二地点

四号冢是牛河梁地区乃至整个红山文化积石冢群

中结构最为复杂的一座积石冢。从整体结构和层

位关系上看，四号积石冢有一个较长的使用过

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下层积石冢为第 1段，主要分布在中部以

南，分四排，每排 2－3座墓葬，保存较好的可

以看出为圆形积石冢。每座积石冢的周围埋放一

圈陶筒形器，中部有一座墓葬。下层积石冢各墓

发现的陶筒形器均为A型，在细节上略有变化。

第2段为北部上层东西并列的两座较大的圆

形积石冢。东侧积石冢的北侧界墙内和西南侧相

同位置发现了数十件陶筒形器，除了1件为E型

Ⅰ式之外，余者形制均为B型。

第3段为叠压在圆形积石冢之上的方形（或

长方形）积石冢。北界墙内发现了部分陶筒形

器，形制绝大多数为C型，冢体内发现过个别E
型陶筒形器。

从四号冢的整体情况看，第1段的位置偏下

部，保存相对好一些，第 2段情况一般，第 3段
位于最上层，破坏十分严重，故保存情况较差。

一号积石冢。发现的墓葬数量较多，按层位

关系分为上下两层，即挖于地表以下直至基岩的

墓葬和地表以上用石板砌筑并垫土、封土的墓

葬。据此，可以将一号冢的墓葬划分为前后两

段。

第 1 段与长方形冢台同时并存，大体有

M21－M27等 7座墓葬。冢台北部外围较大范围

和南部局部还保存着一些原地埋放的陶筒形器，

能够确定形制的绝大多数为C型，另外有少量E
型。

第 2 段墓葬均位于冢台东南侧，有 M1－
M11、M13－M17、M19、M20等18座墓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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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墓葬大部分是后续的，它们占用了这座冢的南

墙位置，且有部分墓葬借用了冢台的南壁，有的

还拆用了该冢原已筑好的南冢台和冢界的砌石，

作为墓室的石材使用，然后又将南冢界墙的局部

加以修补或对冢界再做象征性的摆放。”［3］这些

墓葬排列比较凌乱，规模较小，竟然拆用先人冢

台和界墙的砌石来修筑自己的坟墓。所以，这一

批墓葬的墓主们与第1段墓葬之间的关系，以及

他们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等，颇有需要思考之

处。

比较一号与四号积石冢，可以发现：一号冢

属于第1段的内界墙内出土的彩陶筒形器，与四

号冢第3段的方形冢体内发现的彩陶筒形器，绝

大多数为C型，基本形制一致。如均为较高体，

沿下有高10~15厘米的密集凹弦纹带，中下部有

黑色彩带，弦纹带和彩带之间以一周粗凸棱相界

隔。这一类彩陶筒形器，不仅与四号冢第1段的

陶筒形器完全不同，与四号冢第2段没有凹弦纹

带的矮小彩陶筒形器也相去甚远。同时，两者均

发现有个别E型陶筒形器。所以，一号冢的第 1
段与四号冢的第3段，时代应该大体相当，属同

一时期。这样，就可以把牛河梁第二地点的积石

冢从整体上划分为4个阶段：

第1段以四号冢的第1段为代表；

第2段以四号冢的第2段为代表；

第 3段以一号冢的第 1段和四号冢的第 3段

为代表；

第4段以一号冢的第2段为代表。

综合考虑四个阶段之间的变化，第 1、2段

均流行圆形积石冢，墓葬出土玉器的数量不多，

第 3、4段开始流行方形积石冢，墓葬的规模和

随葬玉器的数量均出现较大分化。有鉴于此，可

以进一步把第 1、2段合并为早期，第 3、4段合

并为晚期。

以上述分期来检查第二地点的其他各冢，可

以说均在上述时间段之内。

二号冢的冢体封土内出土有第 1、2段常见

的A、B型陶筒形器，表明这里或附近有同时期

遗存，发掘报告已指出这一点。积石冢上部堆积

中则发现有第 3段的C型陶筒形器。由此看来，

二号冢的建造和使用期应属于晚期，大体与一号

冢的第1段和四号冢的第3段时代相若。

三号冢分为坛下垫土堆积和坛体堆积两大部

分。坛下垫土堆积中发现的陶筒形器，以第 1、

2段常见的A、B型陶筒形器为主。坛体堆积中

则主要发现第 3段流行的C型陶筒形器。准此，

三号冢的建筑年代有可能早到第2段，即四号冢

上层下部时期，并一直沿用到晚期。

五号冢为一长方形积石冢，冢内发现的陶筒

形器均为第3段流行C型，故该冢亦属于晚期。

六号冢的形状据发掘者推测为方形或长方

形，发现的少量陶筒形器，多为第3段所流行的

C型，也有个别第 1、2段流行的A、B型。整体

看应属于晚期。

综上所述，牛河梁第二地点的积石冢群可以

划分为早晚两期四段，除了四号冢下层和上层的

两个圆形积石冢为早期，其他目前揭露出来的积

石冢和墓葬均应属于晚期。据此我们认为：牛河

梁第二地点积石冢群始建于四号冢，平面布局为

多个圆形冢并列，冢的面积较小，结构也比较原

始，石墙和石台等尚未出现，其显著特点是冢的

周边埋设一周陶筒形器。在第1段积石冢的基础

上，第2段出现形制规则、结构严整的圆形积石

冢，冢体面积扩大，多周石墙和陶筒形器将积石

冢围成一个封闭的空间。这一阶段三号冢可能也

被兴建起来，但这些大型圆形积石冢都没有埋葬

多少墓葬，特别是没有发现中心大墓。第3段进

入牛河梁地区红山文化的鼎盛时期，积石冢由圆

形发展为方形或长方形，冢体更大，层次更为清

楚，在外围适当的位置保持一周陶筒形器的传统

做法未变，只是筒形器的形制发生了较大变化。

这一时期，二号、一号、五号、六号冢相继建成

使用，其中二号冢的中心大墓和一号冢的M25、
M26等，其身份应该是牛河梁地区红山社会最高

一级和次高级的统治者，以下依次排列。第4段
时期，整个第二地点开始衰落，中心或转移到第

十六地点。而这一阶段，积石冢的周围好像不再

使用陶筒形器，散见于堆积或封土内的陶筒形器

的残片，或是第3段的遗留。

（二）第十六地点

发掘报告将第十六地点的红山文化遗存分为

三个大的阶段，与积石冢相关的是下层积石冢和

上层积石冢，以及叠压在上层积石冢之下的两组

遗存，即M9、H98、H99和M1、M10、M11。
下层积石冢未见明确的墓葬，就这一层及同

时期遗迹出土的遗物来看，包括了一定数量的A
型陶筒形器，而未见其他时代晚一些的陶筒形

器。所以，其时代大约与第二地点第1段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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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

层位上叠压在上层积石冢之下的M9、M10
等两组遗存，均出土一定数量的C型和E型陶筒

形器残片，故其时代不早于第二地点的第 3段，

应与之相当。

上层积石冢是第十六号地点最为兴盛的时

期，从层位关系上看，至少可以分为以M4和

79M2为代表的两组。如果把上述M9和M10两组

遗存合并进来考察，那么上层积石冢从时间顺序

上可以分为三个小的时间段，即M9、M10组，

M4组和79M2组。

M4的墓圹填土和墓上封石内，均发现一定

数量的C、E型陶筒形器残片，时代不早于第二

地点的第3段。

墓外封土叠压M4封土的79M2，墓上封石内

也发现少量C、E型陶筒形器的残片。

这样看来，第十六地点上层积石冢的使用经

历了一段时间，尽管目前我们还难以准确判定其

与第二地点的细致年代对应关系。但从上述分析

可知，M4和79M2的年代可能略晚，推测可能与

第二地点第4段相当。这样，或许我们可以解释

牛河梁第二地点在第4段时期衰落之后，第十六

地点取代第二地点，成为牛河梁地区积石冢的翘

楚，延续了一段时间的辉煌。

（三）第五号地点

第五号地点的堆积分为下、中、上三层。下

层为居住遗存，也是牛河梁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

时期的红山文化遗存。中、上两层分别是下层积

石冢和上层积石冢。

下层积石冢有2座积石冢、若干个祭祀坑和

灰坑。各种遗迹和文化层中均发现一定数量的A
型陶筒形器的残片，不见其他类型的陶筒形器。

同一层位的祭祀坑出土的勾连纹彩陶罐，与第二

地点四号冢下层墓葬发现的彩陶罐，无论是彩陶

纹样图案还是构图母题完全相同。故下层积石冢

的时代当与第二地点的第1段相当。

上层共有 3座积石冢，报告称为二冢一坛，

因为中部的“坛”呈长方形，面积不大，其上也

有墓葬，与第二地点的五号冢有相似之处，所

以，称为积石冢亦未不可。上层积石冢的地层和

墓葬填土内，均发现一定数量的C型陶筒形器残

片，也有个别A型陶筒形器残片，而未发现E型

陶筒形器的踪迹。同时，二号冢发现的一件彩陶

罐（M2∶ 4），饰三周连续的简化勾连纹，一些

陶筒形器的腹部也饰有此类纹样。同样的纹饰也

见于第二地点各冢的第3段和第十六号地点的上

层积石冢，器形既有陶筒形器，也有塔形器和器

盖。由此可证，第五地点上层积石冢的时代大体

与第二地点的第3段时代相当。

综上，第五地点的积石冢，下层与第二地点

的第 1段一致，上层则与第 3段时代相当，目前

尚未发现或辨识出与第二地点第 2、4段时代相

当的遗存。

（四）第三号地点

与第二地点隔沟相望的第三地点，堆积比较

简单，除了在表土中发现少量战国时期遗物之

外，红山文化的堆积只有一层。第三地点为单座

积石冢，如果外围的圆形沟不能确定为红山文化

时期所形成，那么第三地点也应该是一座近似方

形的积石冢。

第三地点积石冢堆积之内，发现数量较多的

C型陶筒形器，近口沿的上部为凹弦纹带，下部

饰黑色彩纹。也有少量A型和 E型Ⅱ式陶筒形

器。因为出土时均不是原位，所以我们无法在第

三地点从层位上分清它们的早晚。与层位关系清

楚的第二地点比较后可知，第三地点目前发现的

墓葬，应该与第二地点第3段时代相当，在此之

前，应该存在第1段时期的遗存，只是已经被完

全破坏掉。所以，第三地点至少也有两个阶段的

遗存。

（五）其他地点

除了以上 4处地点，历年来还在第一、十、

十三、十四地点做过局部的发掘工作。其中第十

地点采集到1件从墓葬出土的带盖彩陶罐，形制

和彩陶图案与第五地点上层二号积石冢M2∶ 4
完全相同。所以，第十地点应该存在第3段时期

的遗存。

第一地点是积石冢外最重要的遗迹，以各类

建筑遗存为主，编为四座，分称为 J1－J4：J1为
女神庙址；J2为呈品字形分布的山台；J3为一

长方形坑，坑上部散落大量陶筒形器；J4为一

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穴内发现较多柱洞。

在上述4个地点的遗迹中，J3发现大量D型

陶筒形器。如前所述，我们认为这一类陶筒形器

的时代晚于C型，应该到了牛河梁地区最晚一个

阶段。J4的室内堆积中也出土了D型陶筒形器残

片，推定两者的年代大体一致或 J4 略早一些

（J4的D型陶筒形器出于室内地面以上的堆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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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当属废弃堆积）。此外，在 J1南侧采集到 2
件D型陶筒形器的口沿，在 J2的北侧采集到1件
近似A型陶筒形器的口沿。因为后者为孤例，尚

难以论定。从目前资料看，第一地点的年代较难

确定。就 J3和 J4而言，其时代不早于积石冢的

第 3段，而大体与第 4段相当甚至更晚一些。由

此看来，发掘报告关于“女神庙应是在下层积石

冢形成时或形成后始建，上层积石冢形成之前完

成”的推测，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归纳以上意见，我们认为，牛河梁地区的红

山文化积石冢群，整体上可以划分为早晚两期，

每期可再细分为两段。各积石冢之间的年代对应

关系如下表。（表一）

四、牛河梁积石冢年代的推定

关于牛河梁地区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具体年

代，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讨论。

首先是各地点的测年数据。牛河梁地区积石

冢有 4个碳十四测年数据和 10个热释光测年数

据。

10个热释光测年数据中有5件为红山文化陶

片，1件为第一号地点 J1出土的红烧土块，6件
标本的测定年代在4928±345年至3899±555年之

间。从整体来看，这些年代偏晚，并且误差率较

高［4］。

4个碳十四测年数据分别是：

第二地点一号冢封土，测定年代 (半衰期

5730 年） 4995 ± 110 年，高精度表校正值为

BC3779-3517年；

第二地点一号冢M8，测定年代(半衰期5730
年） 4605±125年，高精度表校正值为 BC3360-
2920年；

第一地点 J1，测定年代 (半衰期 5730 年）

4975±85 年，高精度表校正值为 BC3771-3519
年；

第一地点 J1，测定年代 (半衰期 5730 年）

4970±80 年，高精度表校正值为 BC3700-3521
年。

第 1个数据属晚期前段，第 2个数据为晚期

后段，前后相差600年，似过大。后两个数据出

自“女神庙”遗址。“女神庙”内没有发现陶

器，故无法与其他地点进行比较。综合考虑测年

数据，牛河梁地区红山文化积石冢早期和晚期的

分界，约在公元前3400~3500年之间。

其次是关于与其他区域考古学文化共有文化

因素的比较和分析。牛河梁地区积石冢出土的陶

器中，有一定数量的彩陶装饰，其中与其他地区

联系密切和年代关系比较清楚的是勾连纹彩陶纹

样。

牛河梁地区积石冢发现的勾连纹彩陶纹样的

共性特征为：黑彩，整体呈带状分布，由弧边三

角的顶端向一侧伸长外旋，上下对应勾连。牛河

梁地区积石冢中发现的勾连纹彩陶纹样可以区分

为两种基本型式。

Ⅰ式，纹带较宽，弧边三角较大，线条较

粗，上下对称勾连。如第二地点四号冢下层M5
∶ 1罐，第五地点 JK1∶ 1罐等。（图二：1，2）

Ⅱ式，纹带变窄，弧边三角变小，由顶端向

一侧伸出的线条变细，并且呈上下相叠形状，不

再勾连。如第五地点二号冢M2∶ 4罐、第二地

点二号冢上部堆积的 Z2∶ 9塔形陶器、第十地

点残墓N10∶ 1罐等。（图二：3－5）
以带状分布的上下勾连彩陶纹样，以往发现

于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5］、辽东半岛小朱山中层

文化［6］、仰韶文化中期和内蒙古中南部的海生不

浪文化等。（图三）如果这些彩陶勾连纹样之间

存在联系，那么可以认为，红山文化对域外文化

的吸纳或文化的对外扩散已经到达了相当广阔的

区域。单纯从年代比对的角度考虑，大汶口文化

中的彩陶勾连纹样与牛河梁的Ⅰ式勾连纹较为接

近，并且在大汶口文化中属于早期后段，小朱山

中层发现此类纹样的年代与其大体相当，或认为

辽东半岛出现的这一类纹样，是大汶口文化跨海

向北扩散和影响的结果。海生不浪遗址发现的彩

陶勾连纹样则与牛河梁的Ⅱ式基本一致［7］，时代

较晚一些，已经进入仰韶时代晚期。庙底沟遗址

发现的1件同类纹样则介于Ⅰ式和Ⅱ式之间［8］。

此外，牛河梁早期陶筒形罐上还多见一种三

角一端伸出较长的单勾旋纹，呈带状布局（图

一：1），这种彩陶纹样母题也见于仰韶时代中

期。牛河梁第2段的陶筒形器上，除了最多的似

菱形纹图案之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带状纹黑彩

分期

早

期

晚

期

1段
2段
3段
4段

第一

地点

J3

第二

地点

√
√
√
√

第三

地点

√

√

第五

地点

√

√

第十

地点

√

第十六

地点

√

√
√

表一 牛河梁地区积石冢群的分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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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4）［9］，相同的彩纹也见于郑州大

河村遗址第三期等。

从不同文化共有因素角度分析，牛河

梁地区积石冢早期的年代大约与仰韶文化

中期后段、大汶口文化早期偏晚相当，在

中国新石器时代年代框架中属于仰韶时代

中期后段。

牛河梁地区积石冢晚期则进入仰韶时

代晚期。海生不浪遗址发现的同类纹样出

自第二期。如果考虑到和小河沿文化的关

系等因素，可以认为，牛河梁地区积石冢

的晚期，大体相当于仰韶时代晚期前段。

这样，按目前学术界对中国新石器文化的

年代认识，可以把牛河梁积石冢的绝对年

代推定在大约距今 5700~5100年之间，前

后延续的时间有数百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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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大汶口文化（北庄F15 ∶ 7、大墩子M518） 3、4．小珠山

遗址（T4④∶ 61、T4④∶ 60） 5．庙底沟遗址（T326） 6、7、8
．海生不浪遗址（采集、H34∶ 12）

图三 其他地区的勾连纹彩陶纹样

图二 牛河梁积石冢出土的勾连纹彩陶

1、2. 1式（N2Z4M5∶ 1、N5JK1∶ 1）
3-5. 2式（N5Z2M2∶ 4、N10∶ 1、 N2Z2∶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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